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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：刘绶松的《中国新文学史初稿》是建国以来较为重要的以现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史著作。自其问世以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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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 创作的局限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第一编“伟大的开始及发展”，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到 1927
年革命阵营分化，属于新文学的初创时期；第二编“左联十
年”，从 1928 年土地革命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，叙述以
左翼文学为主流的整个新文学的发展；第三编“在民族解放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三  全面理性的文学评价体系 
“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领域，自然具有独立的
发展的‘内在机制’”，[6]P15 此外，学者苏永延也认为“力求
客观公正地揭示文学发展规律的历史性原则、注重文学自身
发展的本体性原则、注重文学史家主观能动性的主体性原
则，三者的有机结合，构建了文学史的三维范式”。[12]可
见，注重文学自身发展的本体性原则同样是衡量一部文学成
功与否的标准之一，而这往往体现在文学史编著者对作家、
作品的选择与评价上。由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原因，创作于
50 年代的文学史作品，显然不能脱离政治意识形态对其的
制约与束缚，但这些优秀的新文学史家却并没有停止努力，
而是进行了一场“带着脚镣的舞蹈”，与王瑶重视文学的内
在结构和审美特征相呼应，刘绶松对于文学评论方面的贡献
突出体现在其建立了全面、理性的文学评论体系上。 
在《初稿》中，刘绶松一开篇便提出了新文学的概念：
“我们所说的新文学，实质上就是指的那种符合于中国人民
的革命利益、反帝反封建、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，而且是随
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，不断地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
向前进的文学。”[5]P9 特定的政治立场决定了文学史叙事的
基本原则，同时也决定了对于其中文学作品的基本态度。于
是，该作品是否能够在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继续前进”
便成为评判作品优劣的重要准则。刘绶松的新文学史无形中
也变成了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”文学史，就连作者自己也后
记中写道：“把它印出来的意思，仅仅是想给读者提供一点
了解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的参考
资料”。[5]P725 刘绶松文学评价的标准，随之产生。同时也正
是源于其较为固定的评判立场，促使刘绶松的文学评价体系
呈现出全面、理性的特点。 
刘绶松在进行具体的文学批评之时，既有宏观的总体概
括，又有微观的细节阐释，宏观评价与微观分析巧妙结合。
由于自身所持文学观念的原因，刘绶松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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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往是既有认可，也有否定，从而为读者呈现出较为全面的
评论模式。例如，刘绶松在解读《雷雨》之时，既对作品做
出了肯定的评价，认为“这个剧本相当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
活中的某些重要的真实的东西，而且以此教育了它的观众和
读者”[5]P382，同时否定了其中的“神秘主义”，认为这种
“宿命论”的气息将会“限制作品对于现实挖掘和反映的深
度”[5]P383。可见，刘绶松在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”观
念的指导下，对于作品的点评并非简单分类，而是进行全面
的总结，对于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创作予以认
可，同时对于阻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因素给予
批判。而王瑶在解读《雷雨》之时，则仅仅侧重于文学审美
层次的评析，对其中确实存在的“神秘主义”却避而不谈。
“神秘主义”本身优劣好坏，暂不判断，然而只有深入全面
地挖掘作品中确实存在的文化主题，才是对于作品本身及其
自律性的关注与尊重。这样的例子，同样体现在对老舍《猫
城记》的评论上。老舍无疑活跃于二三十年代的重要作家之
一，无论是《史稿》还是《初稿》都所有涉及，笔者选取两
部作品对老舍《猫城记》的评价，尝试阐释王、刘二人不同
的文学评论手法。在《初稿》中，刘绶松是这样评价《猫城
记》的：“他（老舍）早期个别作品，由于当时反动宣传的
影响和他自己的误解，具有严重政治错误。”[5]P362 而在王
瑶笔下：“《猫城记》中作者有意地向讽刺文学发展，猫城
自然是象征古老的中国，代表了他对现实的不满与愤恨。但
以幽默代替了讽刺，感慨代替了表现，力量就差得多；这样
的作品需要更多的分析社会的能力，作者于此并不擅长，结
果自然就失败了。”[4]P281 同样是对《猫城记》的评价，刘
绶松则通过“政治错误”的定性对老舍在《猫城记》中政治
寓言给予了一种特定形式的批判，而侧重文学审美的王瑶则
用“作者于此并不擅长”进行了巧妙的回避。通过以上两个
例子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尽管刘绶松受到阶级论和社会主义现
实主义文学观的束缚，然而其对于作品评价却相反得以全面
和深入的展开。此时的王瑶，却往往因为既要符合主流意识
形态的基本要求，又尝试挖掘文学审美内涵，从而对一些敏
感话题避而不谈，这无疑是不利于对文学作品的全面认识和
了解的。 
除了解析的全面性，刘绶松在文学批评方面的价值还充
分体现在其独特的理性批判上。以两部作品对巴金《家》的
不同解读为例，王瑶在《史稿》中对《家》的解读更侧重于
人物的心理分析，如认为觉新“是一个被旧制度熏陶而失去
反抗精神的青年，内心却依然能够分清是非和爱恨的界限，
因此精神上就更加痛苦了”[4]P265。可见，王瑶对人物的评
价与解读往往源自文本本身的审美体验和情绪表达，而并没
有站在任何立场进行道德评价或理性评判。与之相对，刘绶
松则在《初稿》中从固有的阶级立场出发，对人物进行理性
的评判，进而认为巴金在创造觉新这个人物形象的过程中，
“倾注了过多的怜惜和温情，而没有对他的阶级本质进行严
格的披露与批判”[5]P361。两部作品对于觉新这个人物的解
读究竟孰优孰劣，本文不去暂不评论，但刘绶松所做的评价
无疑是与其理论支持紧密相连的，是理性的。而王瑶的评价
则于其开篇定义的理论范式并不相符，更多属于感性体验。
尽管，刘绶松所持有的这种理性观念在当今看来具有十足的
历史局限性，然而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较为先进的理性思考
模式。 
综上所述，刘绶松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所创造的《中国
新文学史初稿》，既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，同时也有颇具
的价值和意义，对中国新文学史创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，记
录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建设之初摸索的轨迹，同时也为日
后文学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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